
单靠高增长无法改善社会状况

将强劲的经济增长转化为更好的生活条件，通常被发展中经济体的政

策制定者奉为“圣杯”，过去十年间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强劲。但

许多国家的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指标依旧居高不下。增长质量与增长水

平同等重要，甚至比增长水平更重要。单靠高增长不会带来更好的

社会效果。

　包容性增长—惠及所有社会成员—是所谓优

质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认同。包容性增长的共性是增长质量，不同的人

对增长质量有不同的理解。跟审美类似，对待

高质量增长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近几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表明，

高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同

样地，如果没有稳固的经济增长，良好的社会效果是不

会持久的（Berg、Ostry 和 Zettelmeyer，2012 年）。

发展中经济体的优质增长必须有助于实现任何发展

政策的最终目标—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现象。

众多文献表明，实现社会友好型持久高增长的国

家更有可能快速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参见，例如

Dollar 和 Kraay，2002 年；Sala-i-Martin，2006 年）。因

此，优质增长应该涵盖处于增长过程边缘的各阶层人群。

相比增长成果的再分配，确保增长覆盖范围广泛和带来

更好的社会效果更为重要。

质量的衡量标准

尽管经济学界一致认为单靠增长不会带来更好的社

会效果（Ianchovichina 和 Gable，2012 年），但高质量增

长仍缺乏严格定义或正式量化。

在最近一篇论文中（Mlachila、Tapsoba 和 Tapsoba，
2014 年），我们制定了增长质量指数（QGI），该指数反映

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及其社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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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前提是，不是所有增长都会带来有利的社会

效果。增长的产生方式对其可持续性和创造体面工作、

提高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的能力至关重要。在设计 QGI
的过程中，我们旨在通过专注于其内在特征和理想的社

会效果来反映增长的多维性。

QGI 是一个综合指标，设计简单、透明。指标结果

来自于对两大基本内容的汇总：增长的内在特征（增长

强度、稳定性、多样性及出口导向程度）和社会维度（反

映增长带来的理想社会效果）（见图 1）。

强劲、稳定、多样化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对于遏制贫

困而言必不可少（Dollar 和 Kraay，2002 年）。不稳定

增长会加剧贫困和破坏平等，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贫

困人口的技能退化，当经济走出危机时，退化的技能得

不到补救（Ames 等人，2001 年）。多样化增长可减少经

济表现的波动性（Papageorgiou 和 Spatafora，2012 年），

从而有助于减贫。出口导向型增长更有可能通过边做边

学、引入先进技术、知识转移、全球市场约束、竞争和

外国直接投资等途径提高生产率增长幅度（Diao、Rattsø
和 Stokke，2006 年）。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也可能

会使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波动的影响，但 QGI 将增

长波动性考虑在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一担忧。

此外，健康长寿和良好的受教育机会是被广泛认可

的重要减贫指标（Sen，2003 年）。由于数据有限，QGI
省略了包容性的其他关键变量，如就业、不平等和环境

因素。该指数的范围介于 0—1 之间（1代表优质增长的

最高分数），覆盖了 90 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在 1990—2011
年间的增长状况。

QGI 有什么新特点吗？它是联合国制定的著名的人

类发展指数（HDI）的变形（UNDP，1990 年）还是其他

福利性指标？都不是：该指数与其他指数具有显著差异。

QGI 超越了收入水平，专注于增长的内在特征。

HDI 主要根据收入水平而制定，其建立在给定年份中人

均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可以说，HDI 实际上反映了千年

累计增长情况—某给定日期的收入水平是各增长时期

的收入水平总和。QGI 的优势在于其能够评估特定时期

内一国和多国的增长质量。这一特点使政策制定者能够

了解其增长战略是否带来了良好效果。QGI 还能够确定

当前或近期政策带来的增长和社会效果。

QGI 也区别于近几年制定的社会进步指数（SPI，
Stern 等人，2014 年）。相比 HDI，SPI 更侧重接近 QGI
的社会维度的内容，但没有将增长基本面纳入其中，而

增长基本面正是 QGI 的核心内容。

QGI 调查结果

我们从QGI 实证调查中发现了一些重要主题。

过去 20 年间，增长质量不断提升（见图 2），这是诸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全球外部冲击缓解（如

贸易条件发生变动）、实施大体利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逐

步向“社会友好型”公共支出的转变。这些因素有助于提

高增长幅度、减少增长波动性、改善增长结构和提高其

带来更好的社会效果的潜力。此外，各国增长质量整合

相对缓慢。表现最差的国家往往会逐渐赶上表现最佳的

发展

图1

两方面的增长
增长质量指数将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效果纳入其中。

资料来源：Mlachila、Tapsoba和Tapsoba（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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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逐渐改善
增长质量指数显示，所有样本国家的增长质量逐步改善，但各

国增长质量整合一直进展缓慢。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间，
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则增长质量越高。

(增长质量指数的相对变化，百分

比，1990—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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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质量与增长水平同等重
要，甚至比增长水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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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只是进程相当缓慢。这一点符合增长文献中描述

的传统整合假设。换言之，一旦一国的增长质量达到很

高水平，持续提高增长质量将变得日益困难—就像提

高预期寿命也有生物极限一样。与之相反，QGI 较低的

国家往往会以相对更快的速度提高增长质量。持久的社

会效益提升需要长期持续的高质量增长—30 至 40 年。

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已在这一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

社会保障网络尚未完全建立。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许

多非洲国家也在增长质量方面取得显著改善，但它们必

须长期保持这一势头。

各国和各地区的收入水平差异显著（见图 3）。上中

等收入国家得分最高，其次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

国家，这一点不足为奇。同样，脆弱国家在增长质量方

面面临结构性障碍，通常处于落后地位。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以及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QGI 方面表现最佳，这主要得益于其

在该指数的社会构成上取得了显著改善。拉丁美洲起点

薄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面临高贫困率和收入不平

等问题，中欧和东欧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后，取得了显著

的社会进步，从而推高了其 QGI 表现。强劲的出口导向

型增长通过技术和创新转移大幅提高了生产率，这成为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 QGI 方面表现突出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东和北非地区紧随其后，这两个地区主要得益于在社

会维度上得到改善和相对强劲的增长。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虽然增长强劲，但由于尚未将其转化为更好的社会

效果，排名最后。

实证模型表明，政策制定者在提高增长质量方面还

有很大空间（见图 4），可通过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和政

治稳定性、制度质量和亲贫式公共支出以及发展金融来

实现。此外，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会大有裨益。

增加分配给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部门的公共资源

有助于增强人力资本，这不仅将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还

能够使每个人获得享受高增长成果的平等机会。大力发

展金融行业有助于放宽贷款条件，释放私营部门的潜力，

以创造财富和优质工作。外部条件，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

将填补国内储蓄短缺，以便进行国内投资，并将加速技

术和知识转移。

改进空间

虽然 QGI 有利于目前对不平衡增长进行分析，但

还可使用几种方法来改进这一指数。QGI 有潜力成为政

策制定者监督包容性增长进度的一个及时、经济高效的

工具。但与所有指数一样，只有良好的基础数据才能使

其完善。社会数据的质量极差并且参差不齐，所以我们

不得不进行多次修改，并使用 5 年平均值来进行计算。

如若将不平等的衡量标准和劳动力市场变量纳入其中，

QGI 指数可能会有所改进。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提醒一句：QGI 不能反

映长期可持续性。简言之，该指数不能预测一国的当前

政策—可能会提高当前的增长质量—是否会在以后

导致经济灾难或环境灾难。例如，一国通过迅速耗尽自

然资源或增加公共债务，可能会提高其增长质量。

图3

弱势群体
增长质量指数显示，低收入国家、脆弱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增长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
间，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则增长质
量越高。
AP=亚洲和太平洋地区；CEE=中欧和东欧；Fragile=脆弱国
家；LA=拉丁美洲；LIC=低收入国家；LMIC=下中等收入国
家；MENA=中东和北非；Nonfragile=非脆弱国家；SSA=撒
哈拉以南非洲；UMIC=上中等收入国家。

(增长质量指数，1990—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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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掌握控制权
增长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机构素质、社会支出和外国

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增长质量指数（QGI）是一个综合指数，范围介于0至1之
间，反映了增长的内在特征和社会维度。QGI越高，增长质量
越高。对社会支出、私人信贷和外国直接投资在GDP中的占
比：提高5个百分点。对于机构素质、政府稳定性、通胀稳定
性和贸易条件的稳定性：改进1个标准偏差。

(变量变化对增长质量指数的影响，1990—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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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I可能有助于引导发展中国
家制定战略，顺利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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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I 在探究更好地衡量增长质量方面是一个非常有

用的工具，可能有助于引导发展中国家制定战略，顺利

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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